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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东南亚、印度等国家或地区的崛起，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不断缩小，但大量统计数据和研究表明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有加剧趋

势 [1]，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广大一线产业工人收入增长十分缓慢，中国也不例外。作为全球制造

业大国，中国现有约 2 亿产业工人，他们是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

基础保障，然而收入增长乏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2024 年 11 月印发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将提高产业工人经济收入作为维护产业工

人劳动经济权益、增强其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享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然而，产

业工人在经历了 21 世纪初 10 余年工资快速增长之后渐渐陷入“收入增长困境”，甚至面临着成

为城市相对贫困群体的风险。这导致产业工人生活处境愈发艰难，阶级认同感和发展获得感大幅

下降，职工流失率居高不下、人才队伍青黄不接，严重制约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无法体现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05 年以来，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低技能劳动力短缺趋势加剧，我国企业用工成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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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劳动者工资水平也不断增长 [2]。卓贤和黄金依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 数据分析发

现，2008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 10 年，中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不含社保）由 2009 年的 4915 美元升

至 2018 年的 9061 美元，其 7.0% 的年均增速不仅比全球增速（1.1%）高出近 6 个百分点，也明显

高于印度（5.5%）、印尼（5.2%）和墨西哥（0.1%）等新兴经济体 [3]。但是，制造业劳动者的工

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与其他就业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有研究 2011 年提出，农民工工资存

在“新剪刀差”现象，如今 10 余年过去，这一剪刀差不但没有缩小，还不断扩大 [4]。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出，“当前，全球收入

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

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5]。中国当前生

产分配体制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当年形成的“低工资—高就业”和“低消费—高积累”的

生产分配格局延续至今 [6]。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了一种普惠型的低福利社会

保护体制，同时国家为了保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抑制工资上涨的速度，

导致制造业产业工人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随着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目标的实现，提高产业工人收入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

产业工人收入的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支撑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总的来说，增加就业岗位、均等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始终

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然而，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实质性缩小有赖于包括劳动法规在内的一

系列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 [7]。本研究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围绕经济发展模式与工资增长

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结合广东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与有关统计数据，从经济增长体制、产业结构、

社会政策、社会体制等 4 个维度剖析中国低工资劳动体制形成的原因，并从如何强化劳动力市场

分配制度的角度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生产体制与分配体制的制度互补

过去 40 年，中国从落后、贫穷的农业国一跃成为全球工业产值最高的国家，让几亿人摆脱饥

饿与贫困，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种奇迹来源于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与经济发展制度

的互补匹配 [8]。

20 世纪全球经济经历 3 个主要发展阶段，即以制造业为引擎的福特主义发展阶段、以金融业

和全球化为引擎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和以数字化为引擎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 [9]。作为 20 世纪上

半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体制，福特主义（Fordism）是二战后经济繁荣的基础。福特主义的发展动

力来自标准化、大规模工业生产，它广泛依赖国内市场，并促进了劳工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变 [10]。

福特主义的发展模式催生了一种互补性的社会政策需求，进而形成一种凯恩斯主义福利体制，其

政策制定的重点是通过财政、货币和社会政策维持充分就业和实现社会保护 [11-12]。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资本主义迎来了黄金时代。然而，随着 20 世纪 70 年
代和 80 年代工资增长与生产率增长脱钩，西方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福特主义的瓦解和新自由主

义的兴起，形成了以金融化为增长引擎的自由主义体制。

有研究提出福特主义体制在 20 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种：一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

模式（Export-led growth），如德国已经从净出口和家庭消费同时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为几乎完全

由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 [13-14]。出口导向型增长体制高度重视控制劳动力成本，不太愿意促进

工资增长 [15]。二是更加强调以家庭消费作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需求导向型增长模式（demand-led 
growth），如英国、美国等新自由主义国家更加注重放松金融信贷刺激家庭消费需求。在这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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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个体化、多元化以及风险自负理念的兴起，虽然社会政策没有被废除，但社会政策较少提

供基本收入保障，而更多地强调失业者要尽快返回劳动力市场，因此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线劳

动者收入增长缓慢。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过 40 多年的迅速工业化，中国已经基本走过了福特主义生产体制阶

段。但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均衡以及不同行业领域的巨大差异，中国并没有形成单一发展模式主

导的经济增长样态，而是出现了福特主义体制向“出口导向型生产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生产体制”

同时转型的局面。由此，中国也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劳动体制。

一种是适应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工资压制型劳动体制。这种体制下企业通过退出部门集体谈判、

使用开放条款和外包来降低工资成本，以提高其国际出口竞争力。此外，集体谈判失效也会削弱

工资增长速度，尤其对于缺乏个体劳动议价能力的低学历劳动者。这种模式与德国依赖出口导向

型增长体制，通过抑制工资和消费以提高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的逻辑是一样的。此外，中国还一直

存在一个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就形成的低工资制度惯性，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是不现

实的，以往我们对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也表明这种制度惯性的强大力量 [16]。

另一种是在金融、科技、房地产等领域形成的自由主义劳动体制。Baccaro 和 Howell 指出“当

代发达国家劳资关系制度发展轨迹中普遍存在的自由化趋势，各地雇主的自由裁量权都在扩大，

阶级权力的平衡已经向相反的更加有利于资本的方向转变”[17]。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这种体制主

要存在于金融、科技、房地产、能源等行业，这些行业并不存在出口竞争压力，但是由于其存在

一定的垄断性和知识门槛，通过不断提升工资水平吸引高端人才。然而，这些领域虽然薪酬水平

较高，但是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数量要求不多，并不利于促进就业。

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从增长体制模型变迁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 [18]。如图 1 所示，我们建立

了一个“增长—劳动体制”的分析框架，即一个国家的增长体制决定其产业结构、技术样态和战

略方向。这种经济增长体制受到所在国家监管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约束，并且嵌入

所在国家或地区社会、文化制度中。增长体制、社会政策与社会体制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劳动

体制，包括劳动关系、收入分配和集体协商等基本制度。这一框架体现了劳动制度与增长制度之

间互补匹配的客观需要。良好的制度匹配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也可能为了适应经

济增长需要而压制劳动者工资增长的诉求，并由此形成一种低工资发展模式。

图 1　“增长—劳动体制”分析框架

三、农民工收入增长困境的特征事实：以广东省样本为例

（一）21 世纪以来全国农民工工资增长情况

21 世纪初的第一个 10 年，中国劳动者工资显著增长，特别是 2003 年后出现了全国性“民工

荒”，农民工工资增长尤为迅速。北京大学卢锋教授研究表明，1979 年到 2010 年的 30 余年，农

民工平均工资以略高于 9%的年增长率保持增长，其中 20世纪 90年代后期到 21世纪初年增速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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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以后增长较快，2010 年达到 1690 元 [19]。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绘制了

图 2。2005 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 861 元，之后增长比较迅速，2015 年达到每月 3072 元。但

在 2016 年以后农民工工资进入增长缓慢阶段，名义工资年均增长 6% 以下，其中 2021—2023 年

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 3.8%。反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其 2016 年之后仍然维持了相对较快的

增长速度，年均名义增长率约 8.6%，这也造成农民工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剪刀差”逐渐

拉大。2013 年和 2014 年农民工工资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之比一度超过 60%，但在 2016 年之

后这一比值逐步下降，2023 年仅为 48%。

图 2    2005—2023 年全国农民工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变化趋势

纵观 21 世纪以来中国工人工资增长变迁过程，在 2015 年以前中国总体上处于国家导向的福

特主义增长体制时期，这是一种实际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积累制度。并且“用工短缺”的加剧，

使得工资增长速度一度超越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 GDP 增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脱实向虚，一

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不断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使得制造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用工需求开始逐

渐下降；另一方面，以金融、房地产、高科技作为引擎的新增长阶段使得中国制造业用工替代增长，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产业工人工资增长开始减速。但是与此同时，公共部门、金融业、房地产、高科技、

创投等领域工资收入快速增长，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广东省农民工收入增长困境的表现

广东省的情况与全国类似，农民工与其他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作为全国第一

经济大省，广东省拥有约 2500 万产业工人，占全国的 1/8，产业工人增收难题在广东省表现尤为

突出和严峻。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总体下降，资本获利空间逐渐萎缩，大批制造业企业

从广东省搬迁到东南亚等国家，一线产业工人收入增长缓慢。

近年来，华南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在广东全省范围内连续开展了多轮针对农民

工和产业工人收入状况的问卷调查，建立“广东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库”，累计获得样本近

10 万人。调查发现，从 2016 年到 2022 年，农民工工资虽然不断上涨，但其增速远低于其他职业

群体。具体来看，农民工收入增长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广东省农民工工资持续增加，但增速缓慢。2016—2022 年期间我国取得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扶贫的伟大成就，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断上涨。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省份，

表 1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省农民工平均工资为 3334元 /月，其中珠三角地区为 363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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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珠三角地区为 2962 元；2022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为 4257 元 / 月，其中珠三角地区为 4551 元，

非珠三角地区为 3728 元。2016—2022 年广东省农民工工资增长了 27.6%，年均增长率仅为 4.14%，

远低于同期广东省 GDP 和人均 GDP 的增速，甚至低于广东省农民工工资的平均增幅。

表 1　2016—2022 年广东省农民工工资

                                                           单位：元                             

地区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广东省农民工 3334 3571 3679 3787 3969 4064 4257

—非珠三角地区 2962 3136 3217 3330 3552 3610 3728

—珠三角地区 3634 3867 3995 4100 4278 4401 4551

广东省城镇职工 6071 6668 7486 8391 9194 10,025 —

全国农民工 3275 3485 3721 3962 4072 4432 4615

注：调查统计对象为拥有大专及以下学历、农业户籍的劳动者。

第二，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广东省农民工平均工资已经逐渐低于全国水平。2016 年和 2017
年广东省农民工工资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着全国其他省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广

东省农民工工资的“工资优势”逐渐消失。2018—2022 年连续 5 年，全国农民工工资高于广东省。

虽然珠三角地区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相比全国的优势空间不断缩小，这导致广东省对全

国劳动力吸引力持续减弱。近年来，广东省制造业用工短缺状况不断加剧，薪酬水平缺乏竞争力

和吸引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与全国趋势一致，广东省农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工资剪刀差持续扩大。农民工作为

低学历劳动力的主要代表，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是广东省产业工人的主要构成。但从各项研究和

调查来看，农民工与公务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高学历人员、金融证券行业从业者的

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群体收入统计，本研究仅将农民工与全省城镇在岗职工进

行对比。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同期全省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 65.12%，是农民工两倍以上。

2016 年，农民工工资是城镇职工工资的 54.9%，2021 年下降至 40.51%。可见，农民工工资增速远

低于城镇职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

四、产业工人收入增长困境形成的多维原因

在早期研究中，我们曾经从劳动力市场供求、企业内部工资决定和农民工用工制度的空间分

离 3 个方面分析过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原因 [20]。近年来，农民工和产业工人工资增长缓慢问题

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基于增长体制—劳动体制分析框架，本研究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社会政策、

社会体制等 4 个方面进一步分析造成产业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一）增长体制

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一个最成功的“发展型国家”[21]。发展型

国家概念最早由乔森提出，是指中央集权国家通过“计划—理性”逻辑引导资本实现国家目标 [22]，

这一概念被用于分析东亚国家（日、韩）实现快速工业化而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特征 [23]。发展型国

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把经济增长置于各项目标的首位，二是采取一系列激励措施来实

现这一目标。这种激励措施包括利用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市场培育、财税优惠、土地审批、优

先特权等手段刺激企业生产和出口，从而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比较二战后所有的发展

型国家或地区，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其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政府作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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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推动者。

中国的发展主义特征体现得非常明显，但过去 40 年在不同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引擎和发展模式

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1980—2000 年前后，中国首先重复了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走过的福

特主义增长路径，依靠人口和资源价格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方发达国家

出口初级工业品获取收益。这既解决了国内就业和贫困问题，也完成了产业链、基础设施和资本

的原始积累，并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因此，这被认为是一场几乎没有

输家的改革 [24]。自 21 世纪初以来，随着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消耗殆尽，“农民工荒”问题出现，

劳动者工资水平开始逐步增长，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搬迁至城市生活，中国城市化率从 2010
年的 50% 迅速增长至 2023 年的 66.16% [25]。大规模的城市化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单一出口导向型

模式向消费导向和出口导向双轮驱动转型。

2015 年以后，以“中国制造 2025”为标志，中国试图学习德国和日本模式，突破以低端制造

业为主的出口导向模式，逐步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然而并非一帆风顺，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关

税限制中国产品进口，使得中国产业升级之路异常艰难。此外，中国在追求制造业出口的同时，

也走向了一种依靠房地产和金融业驱动的虚拟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造就了一

个来自房地产、金融业、科技等领域的中高收入群体，同时政府部门依靠土地财政也获得了充足

预算来提高体制内人员的工资收入，拉大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中高收入群体直接拉升了城市

物价水平，而产业工人群体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成为城市的相对贫困群体。

（二）产业结构

增长体制是否会同步带来收入增长还取决于产业结构。同样是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发展模式，

但由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上游，出口产品附加值较高，因而对工人

的薪酬负担能力也较高。相对而言，中国出口产品长期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低端产业由于

企业营利能力有限，薪酬增长空间较小，因此并不能带来收入增长。特别是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导

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倾向于采取多种措施来压低工人的工资水平。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国低端出口型加工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出口导向型企业一般也属于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如纺织、服装、制鞋、电子、玩具等行业是吸纳农民工和产业工人的主要领域，这些

行业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国外竞争以及来自上下游的挤压，利润空间小、薪酬负担能力弱。

最近 10 年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不断攀升。商务部数据显示，

到 2019 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也持续升级，机电产品的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 57.9%，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占比达到 28.3%[26]。从占全球份额来看，2020 年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的数据显

示，在高技术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中，中国在 2020 年排名全球第一，占全球出口的近 1/4（份额为 
23.8%），远高于美国（7.1%）、德国（5.6%）[27]。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数字化时代，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利润率相对较高，薪酬负担能力强，人均

薪酬较高，但这类行业往往属于知识密集型，生产过程依赖资本和设备而不是依靠技术工人。资

本密集型制造业是制造业的骨干和支柱，这些企业拥有大规模的制造基地和制造设备，生产自动

化程度较高，企业竞争力较强，也具有较高的薪酬负担能力。这类企业虽然用工规模较大，却大

量集中在研发、技术、销售等岗位，一线生产员工比例相对较低。《2022 年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22 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6.9 万家，连续 7 年全国第一，全省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 11,836.18 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9.9% [28]。但是《广东省统计年鉴

2022》数据显示，2021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全部就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为 413.81 万人。

（三）社会政策

即使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类似，其劳动者工资水平仍然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比如



孙中伟：中国产业工人工资增长为何缓慢？

· 119 ·

北欧国家普遍拥有较高的工会密度，也发展出类似的出口依赖型经济模式，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

通过转移支付和各种社会政策将收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29]。社会政策不仅是收入分配的结果，还

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抑制不合理收入的作用。就我国来看，直接影响劳动者工资的社会政策

是最低工资，其次是社会保险制度。

最低工资调整可以起到提高低工资劳动者收入水平、反贫困和社会保障的作用。中国 2004 年

出台《最低工资规定》，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全国逐步完善。我国最低工资每两年调整一次，但

2015 年以来最低工资调整步伐放缓，推动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政策性力量减弱 [30]。比如，2004 年至

2015 年，广东省最低工资连续调整 6 次，但是根据 2015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

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工作的通知》的精神，广东省于 2016 年发布《关于印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放缓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频率，

由两年调整一次改为原则上 3 年调整一次。据此，广东省最低工资调整周期改为 3 年，最近一次

调整是 2021 年 12 月。尽管农民工实际工资水平远高于最低工资，但是大部分企业采用最低工资

来规定农民工基本工资和计算加班工资，这导致农民工工资增长对最低工资的高度依赖。不提高

最低工资，农民工的基本工资和加班工资就很难增长。

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逐年提高，也侵蚀农民工收入增长。自 2013 年《社会保险法》实施以来，

广东省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逐渐提高，基本上实现了正式职工的全员参保。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

关规定，个人需要缴纳养老、医疗和失业 3 项社会保险，约占其工资的 10.5%；同时，企业还需

要继续为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和工伤 4 项保险，约占其工资总额的 22%。这就意味着，企

业为员工支付的人工成本中，有 30% 以上是社会保险成本，其中不包括公积金、生育津贴等福利

性待遇。另外，2016—2021 年，农民工工资虽然增长了 26.7%，但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也增长

了 26.4%。工资增长的额度部分被社会保险所挤占，工人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也相对减少。

（四）社会体制

政治经济学关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以及社会政策对于国家福利制度的影响的比

较研究中，很少关注国家内部的社会体制。比较福利制度的研究对象长期以来大多为北欧、日韩

等地区或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和国土面积较小，内部差异不大，制度统一性较高，而中国社会

内部多样性和区域差异性远非其他国家可比。

中国低工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中国特有社会制度之上的，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户籍制

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使农业为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农业资源，阻碍了

农民工的流动。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人口跨区域和城乡流动逐渐放开，但是户籍制度仍然将农民

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体制之外，由此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安排

构成了中国劳动体制的社会基础。

城乡二元结构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实现了空间转移，从东部地区转移到西部地区，从城市

转移到农村，劳动力价格被压制在较低水平。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民工的配偶、父母或

子女限制在农村，将其家庭生活排斥在城市居民正常生活范围之外。城市里的农民工居住在宿舍

或者城中村，每月开支仅用于个人消费，其对生活的欲望也被抑制到了最低状态。这种制度是过

去 30 年中国低工资体制得以保持的重要源头。

20 世纪 90 年代，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城市形成了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本地户籍受就业保护，

而外地户籍则遭受明显的就业歧视。然而，随着户籍改革的加快，特别是 2012 年中国开始推进新

型城镇化战略，除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少数特大城市外，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取消了落户限制，

 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下限为 2906 元，2021 年下限为 3673 元，累计增长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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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再存在户籍歧视。近年来，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基本不再受工

资收入歧视。比如，有学者从 75 项研究中提取了 506 项估计进行了荟萃分析（Meta-analysis），

研究发现，2014 年之后户口制度的负面影响已经变小且不显著，户籍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对农民工的歧视，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 [31]。但由于短期内仍然存在“户口福利”等政策，

外来农民工倾向于为了获取城市户口而降低工资需求，被迫接受这种低工资的制度安排 [32]。

五、我国低工资劳动体制的形成与特征

上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产业结构、社会政策和社会体制，作为形成中国社会低工

资模式的“远端因素”，4 个因素之间具有高度的耦合性。首先，中国形成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和依托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策略，这种增长体制依赖于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所支撑的城乡二元结

构，确保了农村地区劳动者可以持续被吸收到东部沿海地区或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同时，我国自

上而下建立的社会政策体系有利于中国形成积累导向的增长模式。这些共同因素耦合在一起，形

成了一种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的“低工资劳动体制”。

我国低工资劳动体制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

为，实现充分就业、消灭失业，确保生产秩序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在。在计划经济时期，为支

持工业发展、确保充分就业，国家有意压低工人工资水平，劳动者工资基本上等于其赖以生存的

物资的价值，从而确立了“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工作指导方针。但当时物价和生活成本较低，

国有企业职工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均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工人并不会因为低工资而陷入

相对贫困。

在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国家取消了对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流动的管控，但为尽快解决农业转

移人口、城市下岗职工的就业难题，依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就业方针。如 1981 年，陈云

在高层会议上谈道，“我们是 10 亿人口，一年一共花多少钱，每年能给工人、农民多少，国家建

设多少，要有一个通盘的筹划合理的分配，一要吃饭，二要建设”[33]。当时，“吃饭问题”即保

障生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就业数量成为就业工作的核心指标，只要有工作就意味着能够生存，

就业质量以及收入增长问题一直没有进入政策议程。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吸引外资，国家

仍然试图控制工资总额的增长。1994 年《劳动法》第 46 条规定：“工资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提高。国家对工资总量实行宏观调控。”国家调控工资总量的政策从根本上限制了劳动力价

格机制作用的发挥，工资不能反映供需关系与劳动力生产率，许多大型国企、事业单位设置的工

资水平较低，而私营企业往往以国企为标准，也制定较低的工资标准。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工资制度改革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和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案，其演变过

程带有市场化和计划体制并行的双轨特征。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等在内的公共

部门，基本工资的决定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等级工资制度，甚至还保留了一部分福利项目，

改变的只是可变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特征 [34]。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部门，

工资虽然由市场决定，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缺乏强力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工资法

律制度立法层次较低、工资统计核算制度混乱等因素使得中国没有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导

致工资并不能如实反映劳动力的市场价值 [35]。

在巨大的人口和温饱压力下，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的惯性使得“确保充分就业”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一根指挥棒。为了与这种国情相适应，改革初期中国选择了利用人口资源比较优势，大

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电子等行业，使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

摆脱了贫困。但是这些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低端，利润微薄，工人工资水平也非常低。21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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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以来中国开始尝试转型升级，试图突破依靠劳动力资源投入以获得竞争力的模式，建立依靠

科技驱动的发展模式。从出口产品来看，近年来工业中间品、高科技产品所占出口份额不断攀升，

中国现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尽管如此，维系低工资增长模式的社会政策和社会制

度仍然存在，一种低工资的劳动体制基本形成，中国制造业产业工人的工资增长仍然缓慢。

我国低工资劳动体制的制度基础是权力不对等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基础性社会关系，劳

动关系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劳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对一线劳动者的劳动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但企业中资强劳弱的非均衡劳动关系格局不曾改变，一线产业工人处于不对等的

劳资权力中，很多企业仍单方决定劳动合同的条款以及薪酬水平。在这种格局下，企业民主难以

得到真正保障，职工对于收入增长的诉求很难得到支持。

在劳资权力失衡之下，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具有典型的“去利益化”特征。《意见》提出，

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是一种“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这种

劳动关系强调利益上是“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实际运行中，劳动关系却不断“去利益化”。

首先，国家从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大局角度考虑，鼓励、提倡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身的合法

权益。其次，集体协商制度大多流于形式，基本上起不到促进劳动者工资增长的作用。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但是，目

前集体协商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规模以上企业，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工会覆盖

率还比较低，更谈不上集体协商。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权力优势和信息的不对称，通过内部劳动

力市场以及一系列复杂的绩效—薪酬制度，建立了对资本更加有利的要素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

中存在要素分配不合理、不平等的情况。

长期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直把“低工资，高就业；低消费，高积累”视为就业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形成了具有明显发展主义色彩的低工资劳动分配体制，中国工人的工

资增长诉求长期以来是受限制的，国家偏向积累型收入分配，压制消费型收入分配。反观劳动者

这一侧，他们既缺乏集体的力量，也缺乏个体性渠道，对超过“底线型权益”之外的“增长型利益”

诉求难以得到国家支持 [36]，因此始终未能建立起持续、有效的工资增长机制。

六、结论

中国低工资制度的根源来自计划经济时代就形成的“低工资—高就业”和“低消费—高积累”

的生产分配模式。进入 21 世纪，由于劳动力短缺的加剧以及政府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劳动

者待遇、工作环境和基本权益在不断改善，企业有意侵犯劳动者权益或者拖欠薪酬的案例已经非

常少见。但是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中低端产业结构、偏向资本的社会政策和户籍制度造成的

二元社会体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具有强大的制度惯性的“低工资劳动体制”，使工

人的工资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这种发展模式确保了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但是也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首先，没有激发

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倒逼机制，在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下，中国企业失去了技

术革新和更新换代的动力。其次，中国制造业企业长期维持了一种“威权管理”模式，内部管理

粗放、效率低下，缺乏敏捷、有效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还没有完成精细、集约的经营转型，

跨国生产经营能力也未能得到有效培育，远落后于日韩等竞争对手。再次，制造业一线产业工人

缺乏投资自身人力资本的动力，基本被排斥在企业创新体系之外，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创新驱动

之路上愈发艰难。最后，因为工资偏低且缺乏自由，熟练产业工人不断逃离制造业，青年群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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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加入制造业，导致制造业面临严重的用工短缺。因此，2024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稳定制造业工人队伍，改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

增强制造业岗位对青年的吸引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进农民工和产业工人收入的提高是实现共同富裕、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第一个 40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伟大腾飞，成就举世公认。随着我国消灭绝

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下我国面临着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的难题。实现共

同富裕应克服以生产和积累为重心，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出指标，而忽视家庭生活和分配

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要将“公平正义”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尺，

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当前受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俄乌冲突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我国经济发

展压力增大，就业形势愈发严峻，劳动者面临的失业或就业不稳定性风险增加，给提高产业工人

收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带来了一定挑战。随着经济发展形势远期趋好，在迈向

中等发达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无论从加强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角度，

还是从为了避免相对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均应着力推动企业建立平等共

赢的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确保薪酬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包容性，不断提高产

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和就业质量。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全球竞争力的增强，作为全球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许多亚洲和非

洲国家将中国模式作为学习的典范，而中国应效仿日本经济腾飞之后的收入倍增行动，提出促进

一线劳动者收入增长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至少应该包括 3 个方面：一是建立“劳动偏向”的初

次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产业工人收入水平，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占

比。针对高技能产业工人，推动企业形成技能累积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使技能型产业工人成为

中等收入群体；及时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对一线产业工人起到更加明显的保障。二是通

过构建和谐共赢劳动关系，使资强劳弱的关系结构转变为平等共生的关系结构，提高劳动者在劳

动关系中的议价能力，注重发挥政府、企业、工会多方力量和作用，推动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

集体协商，进一步健全企业与职工沟通协商和利益协调的工作机制。三是转变发展模式，借助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通过企业实施数字化升级和劳动力数字技能培训等手段推动产业升级，

积极推动企业运营绩效和劳动者工资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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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Wage Growth for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a Slow?
—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ow-Wage Labor System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formed a low-wage—high-employment and low-consumption—high-accumulatio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thereby maintaining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export products and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pace of labor cost increases. But it also 

results in relatively slow income growth for manufacturing worker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 low-wage labor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systems and labor systems, focusing on four dimensions 

of growth model, industrial structure,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 

workforce team building and promot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income levels 

of industrial workers: fi rst, establishing an initial, "labor-oriented"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seco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and mutually benefi cial 

labor relations landscape; and thir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attern driven b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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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into the Wage System of "Remunera tion Based on Work": A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Workers' Wage Reforms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the comprehensive takeover of large cities and factories in Northeast China, 

establishing a wage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remuneration based on work" principle became a key task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us, the 

Party took the lead in exploring wage reforms for workers in Northeast China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By adjusting the wage system for workers,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multi-level system to an eight-grade wage system has been achieved; in terms of wage form, from a time-based payment 

system to a piece-rate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regarding the bonus wage system, a single-item reward system on production indicators 

has been implemented. These explorations gradually linked workers ' personal economic rewards more directly to their labor capabilities and 

contributions, thereby accumulating experience for the nationwide implementation of a "remuneration based on work" wage system. Refl ecting 

on and sorting out this reform can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urrent workers' wages, as well as for better 

developing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wage reform; remuneration based on work;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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